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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文章利用 1982、1990、2000、2010 年 4 次中国人口普查计算数据和学者调整数据,考
察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本文简称各省(区、市)) TFR 和相应年份 HDI 之间的关系,发现各省

(区、市)HDI 迅速提高、地区差异不断缩小,TFR 不断下降、地区差异也不断缩小,HDI 与 TFR 呈现负

向关系,且这种经济社会发展对生育水平的抑制作用在逐渐降低。 进一步将各省(区、市)按生育政策

类型划分后,各类地区两变量依然呈负相关,并未出现尾部上翘或呈“反 J 型”,尽管上海、北京、天津

市在 2010 年的 HDI 已经达到 0. 788 以上的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中国目前尚未达到类似西方部分发

达国家生育水平随经济社会发展自动回升的阶段。 如果政策不调整,全国各省(区、市)生育水平随经

济社会发展还会继续下降,尚未触底,及时放开政策能有效抑制 TFR 进一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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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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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provincial
 

total
 

fertility
 

rate(TFR)cal-
culated

 

from
 

census
 

data
 

and
 

adjusted
 

by
 

scholars
 

in
 

1982,1990,2000
 

and
 

2010
 

and
 

the
 

provi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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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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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HDI) . China
 

experienced
 

rapid
 

increase
 

in
 

the
 

HDI
 

and
 

continuous
 

decrease
 

in
 

the
 

TFR
 

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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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hrinking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both
 

of
 

them. The
 

two
 

variables
 

are
 

n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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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ed
 

while
 

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HDI
 

on
 

TFR
 

is
 

gradually
 

decreased. After
 

dividing
 

regions
 

by
 

differen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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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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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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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negative
 

correlation
 

and
 

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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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hape
 

relation
 

in
 

different
 

category
 

of
 

regions,although
 

Shanghai,Beijing
 

and
 

Tianjin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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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ery
 

high
 

human
 

development
 

level
 

which
 

exceeds
 

0. 788
 

in
 

2010. Unlike
 

some
 

western
 

developed
 

coun-
tries,China􀆳s

 

fertility
 

level
 

does
 

not
 

turn
 

to
 

rise
 

with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out
 

adjusting
 

fertility
 

policy,the
 

fertility
 

level
 

of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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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uld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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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socioeconomic
 

de-
velopment. A

 

tim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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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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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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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decline
 

of
 

T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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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直以来,西方长期低生育率问题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低生育率与高度经济发展水平间的必然

联系似乎已是老生常谈。 20 世纪上半叶“人口转变理论”的创立揭开了生育水平变动原因研究的序

幕。 Notestein(1945)在对人口转变理论的表述中指出,发达国家的生育率转变主要是经济现代化发

展的产物。 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被人们广泛认同到目前视经济社会发展为低生育率的首要原

因,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 因此,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也引发

了人们对低生育率的担忧,甚至有学者提出了“低生育率陷阱”的概念,即生育率一旦降到很低水平,
低生育率机制就会形成,以后想要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会变得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Lutz

 

and
 

Skir-
bekk,2005)。

然而,近年来西方部分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情况下出现的生育水平的上升又引发了学

者们广泛的兴趣与猜测。 有学者通过分析欧亚部分国家和地区 20 世纪末以来的总和生育率( Total
 

Fertility
 

Rate,TFR)变动趋势,发现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环境各异的国家进入 21 世纪以后

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生育率上升的现象(靳永爱,2014;陈佳鞠、翟振武,2016)。 2008 年,除摩尔多瓦

外,欧洲其他国家的生育率均回升到 1. 3 以上(Goldstein 等,2009)。 Marcantonio 等(2009)发现一些国

家在去除进度效应后 TFR 仍有回升,这种回升和妇女受教育水平有关。 上述部分国家和地区在经

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生育率显著回升说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育水平之间的关系恐怕并

不像之前想象得那么简单。 杨菊华(2015)通过对不同国家的人均 GDP、城镇化进程和人类发展指

数与 TFR 进行比对,发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水平之间并非存在绝对的负向关系。
从各国历史数据来看,很多学者进行了定量研究,试图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水平的关系进行解

释,但结论也并不一致。
多数研究认为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水平呈现负向关系,尽管所采用的指标并不完全一致,但这种

规律在各种类型的国家中都曾经被发现。 有学者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这种负向关系在中等收入类型

的国家表现得尤其明显(何林、袁建华,1989),也有学者发现在发达国家中人均收入和生育率具有明

显的负相关关系(Panicker,1992)。 还有学者指出,除了少数石油国家,其余各国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明

显的负相关关系(Cai,2010),且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低,并且最终会保持在稳定的低水

平(周长洪,2015)。 此外,Furuoka(2013) 发现在 HDI 越低的国家,两者的负向关系越显著,国家的

HDI 越高,两者的负向关系越不显著。 从中国早期的数据来看,结论也是如此。 定量研究表明,经济

发展水平是决定生育水平的终极性因素,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孙文生、靳光华,1994);经济发展水平在

宏观和微观层次上均同生育率变动呈负向联系(黄娟,1993);经济社会因素是导致中国 1990 年代生

育水平下降的主要因素(周江涛,2008)。
也有少量研究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对生育水平先是抑制,再继续发展就会产生促进作用。 Gold-

stein 等(2009)发现失业率和 GDP 增长率能较好地预测 TFR 的变化,经济状况的改善能够部分解释

低生育率的回升。 Luci 和 Thevenon(2011、2014)发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会促使生育率回升,并发现

经济发展伴随着家庭———工作平衡的实现对生育水平提高有重要意义。 Myrskylä 等(2009)发现,HDI
与生育率呈“反 J 型”的关系,即当 HDI 达到一个临界值后,HDI 的上升会促进 TFR 升高,其临界值是

0. 85 ~ 0. 9,比如美国(1976 年,HDI 值 0. 881)、挪威(1983 年,HDI 值 0. 892)、意大利(1994 年,HDI 值

0. 898)等均发生过低生育率的逆转。 随后 Myrskylä 等(2011)又通过 HDI 新算法发现临界值在 0. 80 ~
0. 85 之间。 之后,Kenneth 和 Sebastian(2014)利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 HDI 新算法对 Myrskylä
等(2009)的研究进行检验,发现虽然 HDI 超过一定临界值后对 TFR 的促进作用并没有那么明显,但
是 HDI 和 TFR 的关系在过去 20 ~ 30 年间的确发生过变化。 陈佳鞠、翟振武(2016)研究表明,随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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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或地区 HDI 的增高,TFR 先是逐渐下降到较低水平,然后当 HDI 达到 0. 8 以后,TFR 基本稳定

在 1. 67 以上;当 HDI 超过 0. 9 以后,TFR 会有一定程度的回升和上扬。
近年来,西方部分发达国家所出现的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情况下生育水平再次回升的事实,以及

零星文献利用国际数据所指出的经济社会发展对生育水平先抑制后促进的规律,引发了本文对国内

情况的研究兴趣。 中国各省(区、市)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巨大,在不同时期、不同省份、不同经济社

会发展程度下,经济社会因素对生育水平的作用方向和程度会如何变化? 与西方部分国家所呈现的

经济社会发展对生育水平先抑制后促进的规律是否一致? 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生育水平是否

能够实现自动提升? 在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对生育的政策干预是否必要? 目前生育水平是

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继续下降还是上升,直接关乎生育水平的走势,关乎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也
影响到对生育政策调整效果的判断。

当然,由于中国特殊的生育政策,生育水平的变动不仅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还在很大程度

上掺杂了政策因素。 尽管有学者试图厘清经济和政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但侧重点都放在论证中国

的特殊性及政策的作用,侧重于运用不同的模型和方法来测算因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人口减少和

生育率的降低(陈卫、庄亚儿,2004;陶涛、杨凡,2011),专门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育水平关系的研究因

为困难较大而较为鲜见。 本文拟通过对处于生育政策相对稳定时期的 1982、1990、2000、2010 年 4 次

人口普查原始数据计算出的中国各省(区、市)TFR 和学者调整 TFR 与相应年份的 HDI 间关系进行考

察,并进一步将各省(区、市) 按生育政策类型划分,以尽可能排除生育政策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
2010 年及以前,HDI 与 TFR 依然呈现负向关系,并未出现尾部上翘或呈“反 J 型”,尚未达到西方部分

发达国家所出现的生育水平随经济社会发展自动回升的阶段。 生育水平在该时期依然主要受政策因

素影响,及时放开政策能有效抑制 TFR 进一步下降。

2　 研究思路与数据方法

与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相比,考察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水平变动的关系至少面临以

下几个问题:
首先,中国的生育水平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难以区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针对这一问

题,一方面,为了规避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变动带来的影响,本文从时间上选取近年来生育政策较

为稳定的时期。 20 世纪 70 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启动,在前十年左右有一个政策逐渐转化为行动

的过渡期;2013 年“单独两孩”政策正式实施,此后的政策变动较大。 从 1982 ~ 2010 年,这近 30 年间

的生育政策环境是相对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水平变动间的规律可以视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

控制了政策因素。 另一方面,针对在同样的时期内各地政策不一的情况,拟通过政策梳理和分类,针
对同类政策的地区进行分析。

其次,中国生育水平的准确性受到质疑。 为了统一口径,生育水平的指标采用普查数据计算的总

和生育率。 尽管文献指出历次普查都存在漏报,但由于数据都出自一个系统,因此主要影响的是 TFR
的绝对水平,对其相对趋势的影响较小。 结合第一个问题考虑,本研究将时间锁定在处于生育政策相

对稳定时期的 1982、1990、2000、2010 年 4 次全国人口普查。 目前对中国以往几次普查的数据质量分

析表明,六普、五普数据低年龄段存在漏报,成年段存在重报(王金营、戈艳霞,2013;张为民、崔红艳,
2003),各种漏报问题在 1982 年普查、1990 年普查也同样存在(查瑞传等,1996)。 针对这一问题,在
计算和分析过程中对普查数据计算获得的 TFR 和学者调整 TFR 进行比对,尽量排除统计数据质量本

身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再次,中国各省(区、市)的发展水平该如何衡量,也存在争议。 本研究采用国际通用的 HDI 指

标,比单一的 GDP 更能综合地反映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且方便横向国际对标和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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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历史比较。 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 1990 年

首次提出,该指数包含 3 个维度:健康长寿维度,用出生时预期寿命来衡量;教育获得维度,用成人识

字率(2 / 3 权重)以及综合毛入学率(1 / 3 权重)来衡量;生活水平维度,用人均 GDP(购买力平价美元

PPP $ )来衡量。 4 个指标都设定了最大值与最小值,用最大值与最小值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后取得

4 个标准值,再将教育获得维度的两个标准值按权重相加获得教育分指数标准值,最后 3 个分指数标

准值按照等权重算术相加获得最终指数,最终指数值越大代表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UNDP,
1990)。 人类发展指数起初被广泛应用于国家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比较,随后,一些学者还将其应

用于一个国家内部,用以分析地区间的差异(胡鞍钢等,2013;周长洪,2015)。 一直以来,UNDP 对

HDI 的算法不断进行改善,2010 年《人类发展报告》更是在指标选取、最大值与最小值阈值的选取以

及具体计算方法方面进行了革命性的改进(UNDP,2010),更适用于国际对标和国内各省在综合发展

上的比较。 本文直接采用胡鞍钢等(2013)用 UNDP
 

2010 年最新计算方法计算获得的中国各省(区、
市)HDI 值来代表各省(区、市)在这 4 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根据以上思路,将各省(区、市)1982 ~ 2010 年间 4 个普查年份的 TFR 和 HDI 统计如表 1。 表中各

省(区、市)在各个时期的数值可直接与 2010 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世界各国 2010 年 HDI 值与排名进

行国际对标。 数据显示中国各省(区、市)的 HDI 值国际排名在这 4 个普查年份之间均处于不断提升

的状态。 北京在 1982 年的 HDI 相当于 2010 年国际排名 105 名,到 2010 年已升至 31 名;发展水平最

高的上海在 1982 年相当于
 

86 名,到 2010 年已跃升至 27 名;发展水平较低的西藏在 1982 年相当于

167 名,到 2010 年亦已提升至 116 名。

3　 TFR 数据质量的影响

目前,中国学界对人口普查数据质量的分析表明,上述 4 次人口普查皆存在重报、漏报现象,历年

TFR 均被低估(米红、杨明旭,2016)。 总体而言,1982 年以来的历次普查中,三普、四普的数据质量较

高(王金营、戈艳霞,2013;李成瑞,1984),五普低龄组存在严重漏报,2000 年的 TFR 被低估(朱勤,
2012),六普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因此,学者们对 TFR 统计指标的修正主要针对五普与六普数据(王

金营等,2004;陈卫、杨胜慧,2014;翟振武等,2015)。
以时间最近的六普为例,由于六普改变了人口登记方式,从以往按照常住人口登记的原则改变为

“采用按现住地登记的原则”,但同时又规定“普查对象不在户口登记地居住的,户口登记地要登记相

应信息”,使得六普人口数据同时存在重报和漏报的可能,对数据进行评估和修正的难度加大,关于六

普分省 TFR 修正的相关研究较少。 这些少量的研究多为间接估计,其中较为严谨的是尹文耀等

(2013)的研究,该研究利用国家统计局依据“六普”长表重新补充汇总数据按性别、年龄分出户籍所

在地,从而规避了迁移流动对出生人数和生育率的影响,消除了由母亲外出、子女留守造成的母子数

据不对应的问题,能够较为准确地估计 2010 年各省(区、市)的 TFR。 本部分采用尹文耀等(2013)估

计的 TFR 数据作为调整后 TFR 数据的代表,采用《2000 ~ 2010 年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中 2010 年各

省(区、市)TFR 数据作为原始 TFR 数据,与各省(区、市)HDI 进行回归分析,比较 TFR 数据准确性对

二者间关系的影响,结果如图 1。
从图中可以看出,无论 TFR 数据是否调整,两条趋势线都向右下倾斜,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水平

变动负相关的大方向并没有发生改变,且曲线倾斜方向与倾斜度大致相同,两条线大体上平行,并不

影响整体趋势的比较与分析。 当然,仔细看散点图可以发现,未经调整的 TFR 的散点较为分散,而调

整过后更加接近真实值 TFR 的散点比较集中,负向趋势更加明显,R2 值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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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82~ 2010 年各省(区、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水平变动

Table
 

1　 Provinci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ertility
 

Level
 

Change,1982 2010

省份
TFR HDI(值 / 2010 年世界排名)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北京 1. 78 1. 44 0. 67 0. 71 0. 61 / 105 0. 66 / 90 0. 74 / 58 0. 82 / 31

天津 1. 85 1. 61 0. 88 0. 91 0. 58 / 112 0. 62 / 103 0. 71 / 68 0. 81 / 36

河北 2. 96 2. 48 1. 29 1. 31 0. 39 / 151 0. 47 / 130 0. 60 / 108 0. 71 / 68

山西 2. 92 2. 44 1. 44 1. 10 0. 41 / 144 0. 49 / 123 0. 60 / 107 0. 72 / 65

内蒙古 2. 91 2. 13 1. 09 1. 07 0. 38 / 154 0. 46 / 131 0. 57 / 113 0. 72 / 64

辽宁 1. 90 1. 70 0. 98 0. 74 0. 50 / 123 0. 56 / 116 0. 65 / 94 0. 74 / 58

吉林 2. 10 1. 87 0. 84 0. 76 0. 41 / 145 0. 50 / 120 0. 60 / 106 0. 71 / 70

黑龙江 2. 39 1. 91 0. 88 0. 75 0. 45 / 132 0. 51 / 119 0. 60 / 109 0. 70 / 70

上海 1. 54 1. 42 0. 68 0. 74 0. 67 / 86 0. 70 / 75 0. 78 / 46 0. 85 / 27

江苏 2. 14 2. 01 0. 97 1. 05 0. 44 / 134 0. 53 / 118 0. 65 / 93 0. 76 / 53

浙江 2. 37 1. 59 1. 04 1. 02 0. 41 / 144 0. 50 / 120 0. 64 / 98 0. 74 / 58

安徽 3. 09 2. 49 1. 33 1. 48 0. 31 / 160 0. 41 / 145 0. 54 / 117 0. 66 / 90

福建 3. 40 2. 57 1. 03 1. 12 0. 36 / 155 0. 47 / 130 0. 61 / 106 0. 71 / 66

江西 3. 27 2. 62 1. 59 1. 39 0. 34 / 156 0. 43 / 141 0. 54 / 117 0. 68 / 84

山东 2. 37 2. 11 1. 16 1. 17 0. 37 / 154 0. 47 / 128 0. 61 / 104 0. 73 / 62

河南 3. 05 2. 90 1. 44 1. 30 0. 32 / 159 0. 44 / 134 0. 56 / 115 0. 68 / 84

湖北 2. 69 2. 46 1. 06 1. 34 0. 39 / 151 0. 47 / 130 0. 59 / 111 0. 69 / 78

湖南 3. 50 2. 43 1. 27 1. 42 0. 35 / 155 0. 43 / 142 0. 54 / 117 0. 67 / 86

广东 3. 09 2. 48 0. 94 1. 06 0. 44 / 133 0. 54 / 117 0. 64 / 95 0. 73 / 61

广西 3. 88 2. 71 1. 54 1. 79 0. 30 / 162 0. 37 / 154 0. 52 / 119 0. 67 / 88

海南 4. 59 3. 03 1. 54 1. 51 0. 33 / 157 0. 50 / 122 0. 60 / 109 0. 72 / 66

重庆 1. 26 1. 16 0. 32 / 159 0. 42 / 144 0. 56 / 116 0. 70 / 76

四川 2. 85 2. 00 1. 23 1. 08 0. 33 / 157 0. 42 / 144 0. 54 / 117 0. 67 / 86

贵州 4. 39 3. 03 2. 19 1. 75 0. 19 / 168 0. 33 / 157 0. 44 / 133 0. 60 / 107

云南 4. 20 2. 67 1. 81 1. 41 0. 26 / 167 0. 37 / 154 0. 48 / 128 0. 61 / 104

西藏 5. 36 3. 81 1. 85 1. 05 0. 26 / 167 0. 29 / 164 0. 42 / 143 0. 56 / 116

陕西 2. 70 2. 67 1. 13 1. 05 0. 34 / 156 0. 44 / 133 0. 56 / 116 0. 68 / 81

甘肃 2. 94 2. 30 1. 32 1. 28 0. 33 / 157 0. 42 / 143 0. 52 / 119 0. 63 / 98

青海 4. 00 2. 59 1. 54 1. 37 0. 34 / 156 0. 39 / 151 0. 48 / 127 0. 63 / 98

宁夏 4. 42 2. 60 1. 69 1. 36 0. 36 / 155 0. 45 / 132 0. 54 / 118 0. 68 / 81

新疆 4. 21 3. 13 1. 52 1. 53 0. 36 / 155 0. 46 / 131 0. 56 / 116 0. 69 / 80

　 　 资料来源:1. 1982、1990 年 TFR 源自:姚新武,尹华. 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142 143;

2000 年 TFR 源自:庄亚儿,张丽萍. 1990 年以来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3:74;2010 年 TFR 源

自:庄亚儿,韩枫. 2000~ 2010 年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2:87

2. 各省 HDI 源自:胡鞍钢,王洪川,魏星. 中国各地区人类发展:大进步与大趋同(1980 2010) . 清华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3;5:55 68。 其中 1982 年海南与重庆、1990 年重庆的 HDI 为胡鞍钢等估算;HDI 值在 2010 年的

国际排名源自:UNDP. 2010.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20th
 

Anniversary
 

Edition)Published
 

for
 

UNDP:143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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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0 年各省(区、市)HDI 与调整前后 TFR 变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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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TFR 源自:庄亚儿,韩枫. 2000~ 2010 年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 中国人口出版

社,2012:87;调整 TFR 源自:尹文耀,姚引妹,李芬. 生育水平评估与生育政策调整———基于

中国大陆分省生育水平现状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2013;6:109 128

4　 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由于要在 4 个全国人口普查年份都获得一套受到普遍认可且各年份间可比的各省(区、市)调整

后的 TFR 较为困难,且 TFR 数据质量对变量间关系的大趋势影响不大,故本部分直接采用普查数据

获得的 TFR,将所有省(区、市)放在一起进行分析,且不考虑省际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将所有省份共同

纳入模型,考察各省(区、市)在不同普查年份中 HDI 和普查数据直接计算出的 TFR 之间的关系,如图

2。 图 2 同时展示了 4 个不同普查年份中各省(区、市)HDI 与 TFR 的关系,其好处在于:图中横纵坐标

都可比,不仅可以看出各年份自变量与因变量本身的规律,还能显示出不同年份间 HDI 起点、终点、区
间的变化,不同年份间 TFR 起点、终点、区间的变化,不同年份间 HDI 与 TFR 关系(斜率)的变化情况,
信息量较为丰富。 各散点图都增加了趋势线和 95%置信区间。

图中曲线逐时期右移,表示各省(区、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在逐时期提高。 1982 年各省(区、
市)中 HDI 最高水平为上海(0. 67),相当于 2010 年斐济(86 名)的水平;最低水平为贵州(0. 19),相
当于 2010 年刚果(168 名)的水平;平均水平为内蒙古(0. 38),相当于 2010 年苏丹(154 名)的水平。
2010 年各省(区、市)HDI 最高水平为上海(0. 85),相当于 2010 年新加坡(27 名)的水平;最低水平为

西藏(0. 56),相当于 2010 年危地马拉(116 名)的水平;平均水平为重庆(0. 70),相当于 2010 年亚美

尼亚(76 名)的水平。 不到 30 年,各省(区、市)的 HDI 平均水平提高了 83. 4%,HDI 最高水平提高了

26. 8%,发展程度最高的上海、北京、天津 3 市已经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提高到了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而发展程度最低的贵州、西藏、云南等省份也已经从低人类发展水平发展到了中等人类发展水平①。

图 2 中曲线逐时期下移,表示各省(区、市)生育水平都在逐时期下降。 1982 年各省(区、市)生育

最高水平为西藏(5. 36),最低水平为上海(1. 54),全国平均 TFR 为 2. 86。 2010 年各省(区、市) TFR
最高水平为广西(1. 79),最低水平为北京(0. 71),全国平均 TFR 为 1. 18。 近 30 年间,TFR 平均水平

下降了 58. 7%,部分省份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行列。

① 2010 年《人类发展报告》将世界各国当年 HDI 排序用四分位数法等分,将人类发展水平划分为 4 类,分别为极高

人类发展水平(HDI≥0. 788)、高人类发展水平(0. 677≤HDI<0. 788)、中等人类发展水平(0. 488≤HDI<0. 677)、
低人类发展水平(HDI<0. 488)(UNDP,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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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82~ 2010 年各省(区、市)HDI 与 TFR 变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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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同表 1。

图中曲线逐时期缩短,表示各省(区、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在逐时期缩小。 虽然

各省(区、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布格局近 30 年来并未发生明显改变,序次基本保持稳定,最高为

上海、北京、天津市等,最低为西藏、贵州、云南等,但发展程度最高和最低省份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最高和最低省份的 HDI 值之差从 1982 年的 0. 48 降至 1990 年的 0. 41,再逐渐降至 2000 年的 0. 36
和 2010 年的 0. 29。

图中曲线上下距离逐时期变窄,表示各省(区、市)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在逐时期缩小。 从 4 次人

口普查可以看出,虽然各省(区、市)间存在政策差异,但生育水平最高和最低省份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最高和最低的 TFR 值之差从 1982 年的 3. 82 降至 1990 年的 2. 39,再逐渐降至 2000 年的 1. 52 和 2010
年的 1. 08。 2010 年曲线左端的奇异点是西藏,除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外,其较低生育水平可能与其宗

教环境和数据统计质量有关。
图中曲线都向右下方倾斜,表示各省(区、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低。 从散点图可

以看出,尽管不同时期离散程度有差异,但基本趋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直线,HDI 和 TFR 呈现显著负相

关关系,各年份均未出现明显的尾部上翘,即使 2010 年部分省(区、市)已达到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图中曲线坡度逐时期变缓,表示经济社会发展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在逐时期缩小。 4 条趋势线的斜

率逐渐变小,线性拟合斜率分别为-7. 27、-4. 83、-3. 86 和-2. 84,R2 分别为 0. 60、0. 61、0. 73 和 0. 36。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对于生育水平的作用在逐渐减弱。
5　 地区间政策差异的影响

尽管各地区生育政策从实施开始到 2010 年之间保持相对稳定,但通过逐一核查比对 2010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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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各省(区、市)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地方计划生育条例与相关文献发现,地区间生育政策存在一定差

异。 在此期间,除山西政策略有收紧外,其余各省(区、市)基本无变动或略有放宽。 总的来看,各省

(区、市)的生育政策大致可以归为 3 类:一孩制、一孩半制、两孩制(见表 2)。 城镇地区以及北京、天
津、上海、重庆、江苏、四川的农村地区实行较为严格的一孩制;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实行两孩制乃至多

孩制,青海、海南、云南、西藏、宁夏、新疆允许农村夫妻生育两个或多个子女;在其余省(区、市)的农村

地区实行一孩半制,即第一个孩子为女儿的农村夫妻在间隔几年后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彭珮云,
1997;郭志刚等,2003;张二力、陈建利,1999;杨菊华,2006)。

表 2　 各省(区、市)生育政策类型划分与政策变动

Table
 

2　 The
 

Division
 

of
 

Provincial
 

Fertility
 

Policy
 

and
 

Its
 

Change

生育政策类别 覆盖范围 政策变动内容(生育调节部分)
一孩制 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四川、重庆 基本无变动

一孩半制

河北、辽宁、江西、山东、河 南、
广西

基本无变动

黑龙江、吉林、浙江、安徽、福建、
湖南、广东、贵州、陕西

农村夫妻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条件有一定放宽

湖北、甘肃 追加城乡夫妻双独两孩

内蒙古 追加汉族夫妻双独两孩

山西
女方为农业户口并满足一定条件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变更为

夫妻双方为农业户口并满足一定条件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

两孩制
青海、西藏、宁夏、海南、新疆 基本无变动

云南 少数民族夫妻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条件有一定放宽

　 　 资料来源:中国各省(区、市)历次计划生育条例、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图 3　 2010 年分政策类型的 HDI 与调整后 TFR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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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调整后 TFR 引用尹文耀等(2013)文章的估计数据;HDI 数据来源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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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政策类型划分,对各类别省份分别进行分析,利用各省(区、市)2010 年 HDI 和尹文耀等

(2013)调整后的 2010 年 TFR,考察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水平变动的关系,如图 3。 可以明显看出,各
种政策类型省份的生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两孩制省份的 HDI 分布于

0. 56 ~ 0. 72 之间,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普遍低于一孩半制省份(HDI 在 0. 60 ~ 0. 74 之间),更低于一孩

制省份(HDI 在 0. 67 ~ 0. 85 之间)。 两孩制省份的平均 TFR 为 1. 69,远高于一孩半制省份的 1. 37 和

一孩制省份的 1. 28,但一孩半制省份的 TFR 较为离散,分布于 0. 81 ~ 2. 06 之间,省际差异较大。 无论

如何,在区分了政策类型的情况下,各种类型内部的省(区、市)2010 年依然呈现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

越高,生育水平越低的趋势,同时均未出现尾部上翘的情况,即使部分省(区、市)的 HDI 已达到极高

人类发展水平。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对中国各省(区、市)4 个人口普查年份的 TFR(包括普查数据计算获得的 TFR 和学者调整后

的 TFR)与相应时期的 HDI 进行了整体分析和分政策类型地区的分析。 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各省(区、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伴随着各省(区、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迅速提高、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中国的生育水平也呈不断下降、地区差距不断缩小的趋势,尽管各省(区、市)生育

率的变化步调并不一致。 同时,通过对 4 个时期人口普查的 TFR 与 HDI 关系的比较,发现经济社会发

展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不断减小。 分政策类型来看,一孩制、一孩半制和两孩制地区都呈现出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低的趋势。 西方发达国家所出现的生育率随经济社会发展先降后升的规

律在中国尚未显现,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中国各省(区、市)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尚未全面达到能够促进

生育水平上升的极高人类发展水平阶段,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政策因素的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由

于没有政策因素限制,其极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的影响是直接作用于全人群

的,而中国 2010 年及以前即使有部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高,但其作用力仅局限于生育政策空

间尚未被填满的人群,一些高生育意愿人群的生育潜力难以得到释放。
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水平变动关系的考量关系到对近年来生育政策调整必要性和政策实施效

果的评价。 生育政策调整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最高的上海、北京、天津市 2010 年的 HDI 已经达

到部分文献所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生育率回升的拐点水平,但各时期、各类型地区在统计上并未

呈现出尾部上翘或“反 J 型”规律,可见依靠经济社会发展来实现生育水平的自动回升在短期内尚无

可能。 如果政策不调整,各省(区、市)TFR 随经济社会发展还会继续下降。 在生育水平触底之前,及
时放开政策能有效抑制 TFR 进一步下降。 从这个角度而言,目前各省(区、市)的 TFR 只要没有进一

步下降,即使没有很快上升,生育政策调整也是有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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